
黑龙江北部边境样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及其驱动因素 *

刘　丹　璩路路　李琳娜†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100875，北京）

摘要　选取黑龙江省北部边境 24个县市为样带，基于 1995、2015年 2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利用空间分析、多元

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空耦合角度对样带的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林地-耕地转换为例，

探索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样带以耕地面积增长、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为土地利

用/土地覆被变化的主要特征. 研究区中的大兴安岭区、小兴安岭区、三江平原区耕地面积的增加速度逐渐加快，相应林

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逐渐加快. 林地-耕地类型的转移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类型，空间上集中分布在

三江平原和小兴安岭北部的农林交错区；2）相对于自然资源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林交错区的林地-耕地转移的影响更

大，主要受人口增长、产量增收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3）根据不同区域林耕转换的主导因素与驱动机制差异，将林地-
耕地转移的典型县市划分为人口主导型、产量主导型和经济效益主导型 3种地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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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是国家对外开放，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

地区和门户，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均具有其独特性[1−5]，

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区域. 黑龙江北部

边境地区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境内水系众多，西北部

的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现代化国有林区，

中部的小兴安岭辖区内包含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

地、商品粮基地和矿产资源城市，东北部的三江平原

被誉为我国的“北大仓”，也是我国最大的沼泽区，水

土资源十分丰富.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

条件的限制，该区域初期发展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

近年来，随着沿边开放、“兴边富民”政策的出台，“一

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黑龙江北部边境形成了“三点

一线”的沿江开放带，以出口商品加工业和相应的第

三产业为主的边境经济合作区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对该区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表现为土地利

用 /覆被变化（LUCC）显著，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

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揭示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时

空格局，探索其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既有利于从土

地利用的角度探索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为我

国新时期推动兴边富民政策实施，保障我国地缘生态

功能和国土生态安全提供支撑.

LUCC变化受到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是人类作

用于自然现象和生态过程的体现 [6]
. 在全球环境变化

的大背景下，LUCC变化成为研究热点 [7]
. 研究者从区

域、国家、乃至全球等多尺度 [8−11]围绕土地利用变化

的空间分布、时间动态、驱动因素以及综合效应开展

了广泛研究. 其中：在区域尺度上，国内学者分析了

北方农牧交错区 [12−14]、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15−16]、西南

山地丘陵地区 [17−18]、黄淮海平原 [19] 以及长三角 [20−21]、

珠三角 [22]、京津冀 [23−24] 等城市群地区的土地利用变

化特征，并探讨了其驱动因素及生态环境效应；在区

域土地利用变化规律研究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

相对成熟的方法，但对我国边境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

和变化过程关注较少. 其中：矫德阳 [25] 针对中俄边境

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绥

芬河-波格拉尼奇内地区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长，绥

芬河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与边境贸易额呈现显著正

相关；刘清 [26] 关注中蒙边境，发现我国内蒙古与蒙古

近 20年的土地覆被变化趋势差异明显，耕地、林地面

积在我国内蒙古地区增加，在蒙古境内则减少；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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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等 [27] 发现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地区以草地、未利用地、林地和耕地之间类型的转化

为主要特征. 目前，现有研究较少从样带的角度揭示

边境地区土地利用的空间异质性，也缺乏从自然和社

会经济等多重因素角度综合系统地揭示边境地区的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

本文尝试从样带的角度揭示黑龙江北部边境地

区土地利用的空间异质性，并综合自然和社会经济因

素系统揭示该区域的土地利用驱动机制，旨在科学推

进边境地区土地政策创新，以期更好地深化对黑龙江

北部边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综合认

知，为该区域的土地政策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样带选取与概况     样带研究主要关注沿某主导

驱动因素在梯度上有规律变化或有明显差异特征的

线状区域. 本文将黑龙江省北部边境线以南 100 km
以内的县域设定为研究样带 [28]，西北起漠河县，东南

至抚远县，包含 24个县级行政单元. 该样带具有以下

特点：1）覆盖多种地貌类型，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

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复杂，包含山地、丘

陵、漫岗、平原、沟谷和漫滩等多种类型；2）气候具

有地域差异性和过渡性，地表植被类型多样，少数民

族汇集，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多元；3）从西北到东南，

跨林业区、农林交错带和农业区，由于农业开垦和社

会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开发，土地利用动态

变化相对显著 [29]
. 总体而言，该样带的选取在自然资

源和社会经济方面均具有显著的梯度差异性.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总面积 4.73×105 km2
.

样带面积为 213 709.5 km2，约占黑龙江省总行政区面

积的 45.2%，介于 45°45′~ 53°33′N，121°11′~ 135°05′E
之间，东、北部与俄罗斯相望，西部与内蒙古相邻，边

境线长 3 045 km. 截至 2015年末，黑龙江省常驻人口

数量达 3 81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1 570.5万人，实现

GDP 15 174.5亿元，第一产业产值 2 633.5亿元，人均

GDP 39 699.0元. 

1.2    数据来源     以黑龙江省北部边境样带范围内的

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主要包括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数据. 其中，土地利用数据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1995和 2015年 30 m×30 m 土地利用栅格数据；社会

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平台提供的

1995和 2015年中国人口、GDP空间分布千米网格数

据集，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公开发表的

论文数据；自然环境数据包括高程、坡度、坡向等信

息，主要通过中国科学院的自然资源数据库中的

DEM数据提取. 

1.3    研究方法     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土地利

用变化特征，识别出不同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典型

区，为避免分析结论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采用 1 km×
1 km单元网格作为多源数据集成评价的基本单元，

与土地利用变化栅格图进行叠加，完成研究区网格.

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分

析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等多个因素对各土地利用类

型变换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2    结果分析
 

2.1    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演变     基于黑龙江省北部

边境样带 1995和 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得出近

20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表 1）. 样带的土地

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分别约占研究区面积

的 60%和 20%，其次是草地、未利用地、水域，占比最

少的是城乡建设用地. 从 1995−2015年各类型土地面

积数据可知，耕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的面积增加，

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的面积减少. 从增加幅度来看，

耕地扩张现象明显，较 1995年面积增加了 5 507.15 km2
.

增加量最少的是城乡建设用地，仅增加了 109.35 km2；

从面积减少来看，减少最多的是林地（3 585.38 km2），

其次是未利用地（2 078.63 km2）和草地（80.16 km2）. 单

表 1     1995、2015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结构 

年份
面积/km2（占比/%）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乡建设 未利用地

1995
45 044.77 133 462.20 16 517.98 2 941.60 1 802.19 13 942.86

（21.08） （62.45） （7.73） （1.38） （0.84） （6.52）

2015
50 551.92 129 876.82 16 437.82 3 069.26 1 911.54 11 864.23

（23.65） （60.77） （7.69） （1.44） （0.89） （5.55）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0.61 −0.13 −0.02 0.22 0.3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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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结果显示，未利用地的年变化率绝

对值最大，达到了 0.75%，其次是耕地的年变化率

（0.61%），年变化率最小的是草地（0.02%）.

进一步将 1995和 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叠

加分析（表 2）. 1995−2015年，黑龙江北部边境样带土

地利用转移面积总量为 9 032.59 km2，以耕地开垦为

主. 其中，林地转为耕地（3 412.58 km2）和未利用地转

为耕地（2 102.95 km2）是转移量最大的 2部分，分别占

研究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转移量的 37.78%和 23.28%，

草地转为耕地面积为 800.21 km2
. 因此，土地利用变

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向耕地的

转化. 这可能与样带大部分区域以农业发展为主有

关，通过不断地侵占林草用地和开发未利用地，增大

耕地面积.

 
 

表 2     研究区 1995−2015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年份
2015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乡建设 未利用地

1995

耕地 44 167.96 526.49 170.47 10.13 74.46 95.26

林地 3 412.58 12 8 984.76 833.15 35.86 52.55 143.31

草地 800.21 263.59 15 316.69 55.98 23.63 57.88

水域 25.08 3.58 2.20 2 898.15 1.26 11.33

城乡建设 43.16 0.83 0.83 0.78 1 755.80 0.78

未利用地 2 102.95 97.58 114.47 68.36 3.85 11 555.66
 
 

2.2    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     

2.2.1    林地 -耕地转移典型区     林地 -耕地转移（本文

指林地向耕地的单向转移）是研究区 LUCC最突出的

类型. 林地-耕地转换主要集中在 3个典型区域：Ⅰ区

为小兴安岭北部地区，转换面积为1 646.31 km2；Ⅱ区

为三江平原北部区，转换面积为1 209.39 km2；Ⅲ区为

三江平原中部区，转换面积为 417.28 km2
. 结合区域

的自然条件和发展背景，典型区具有以下特点：1）曾
经历了几次开荒高潮，大量的农垦人口迁入，在开荒

政策的影响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以

农业发展为主的格局；2）水文条件较好，3个典型区

分别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挠力河水系

及其支流附近，具有丰富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有利

于农业灌溉，为区域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条件；3）根
据东北地区生态交错带划分，林地-耕地转移典型区

主要分布在农林交错区，具有耕地和林地逐渐过渡、

镶嵌分布和相互转变的特征. 

2.2.2    未利用地-耕地转移典型区     未利用地-耕地转

移是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幅度仅次于林地-耕地

转移的类型. 主要分布在 2个典型地区：Ⅰ区为嫩江

县、五大连池地区；Ⅱ区为三江平原东北区（富锦市、

抚远县、同江市）. 经分析，主要是沼泽地转移成耕

地，这 2个典型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沼泽地和盐碱地，

人类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利用，使大量湿地农田化. 

2.2.3    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典型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

长的地区主要分为口岸城市和市辖区（除口岸城市以

外的市辖区）2种类型，面积分别增加 55.59和 37.47 km2
.

研究期间，样带共有 9个口岸城市，其城乡建设用地

增幅达 12.41%，占研究区建设用地比例从 1995年的

24.86%上升至 2015年的 26.35%，面积增量占研究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量的 50.84%，可见口岸城市城乡建设

用地的扩张十分明显. 随着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和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黑龙江省依托与俄罗斯接

壤的地域优势，不断加快口岸城市的建设，对外贸

易、交通、旅游业等随之扩大，口岸经济成为刺激边

境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2.4    其他土地类型转移典型区     从各土地类型转

移情况的空间分布来看：林地-草地主要分布在大兴

安岭地区（图 1-a）；草地-林地典型区主要分布在黑河

市辖区以及呼玛县、嫩江县与黑河市交界处（图 1-b），
这与黑河市 1995年对草地资源承包开发工作的调整

有关；耕地-林地转移的分布在空间上十分集中，主要

分布在伊春市的北部地区（图 1-c），而草地-耕地转移

分布则相对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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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其他地类变化典型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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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类型     结合黑龙江北部边

境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将样带的土地利

用变化分为 3种类型：以林地面积减少，草地、耕地

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为主要特点的大兴安岭区；

以耕地面积增加，林地、未利用地和草地面积减少为

主要特点的小兴安岭区；以耕地面积增加，林地和未

利用地面积减少为主要特点的三江平原区. 同时发

现：从大兴安岭区到小兴安岭区到三江平原区，各区

耕地面积变化的速度逐渐加大，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

减少的速度逐渐加快；而草地面积的变化在各区表现

为大兴安岭区、三江平原区增加，小兴安岭区减少；

水域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变化则主要集中在小兴安岭区. 

2.4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以样带主要的土地

利用变化类型林地-耕地为例，参考相关研究选取的

驱动因素 [5,16,19,21,25]，并考虑到因子的可量化和可获取

性，共选取人口密度（x1）、农民收入（x2）、农业总产值

（ x3） 、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 x4） 、 粮 食 产 量 （ x5） 、

GDP（ x6） 、化肥施用折纯量（ x7） 、高程（ x8） 、坡度

（x9）、坡向（x10）、到铁路的距离（x11）、到公路的距离

（x12）12个指标. 

2.4.1    空间耦合特征分析     借助 ArcGIS的空间分析

功能，分别得到高程、坡度、坡向、到主要交通主干

线的距离、人口、GDP的空间分布，并用高程、坡度、

坡向数据对林-耕转换进行区域提取，得到林地–耕地

转换率与各个因子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 发现林-耕
转换主要集中在海拔高度 200~500 m的地势平坦的地区. 

2.4.2    驱动因素探测     利 用 SPSS进 行 相 关 分 析

（表 3）. 从相关系数 R来看，x10 与林地-耕地转换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 11个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与 x1、x2、x3、x4、x5、x6、x7 呈正相关，x8、x9、x11、x12 则
呈负相关. 将经过显著性检验的 12个指标采用逐步

进入的方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x6 未进入模型.

 
 

表 3     林地-耕地面积与影响因子相关系数矩阵 
土地类型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林-耕
相关性 0.034 0.026 0.069 0.126 0.167 0.035 0.070 −0.277 −0.239 −0.004 −0.176 −0.106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617 <0.001 <0.001

 

综合相关系数和多元回归的结果，保留除 x10 和
x6 以外的 10项指标，分别与林地-耕地转换率进行空

间探测分析. 并选用自然断点法（NB）、几何间隔法

（GI）、百分位数值法（QU）、等距离法（EI）4种离散方

式，对各因子分别进行了 9、17和 22组的重分类，最

终选取 q最大的分组作为驱动因子的最佳离散方法：

x1、 x5、 x8、 x9、 x11 和 x12，选用 QU方式分 22类，对于

x2、x3、x4 和 x7，选用 NB方式分 2类.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林地-耕地转换率的空间演变

驱动因素进行探测，因子探测结果如表 4所示. 综合

空间耦合、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的结果可以发现，

对于林地-耕地转移典型区来说，社会经济因素对林

地-耕地转换率的影响力大于自然资源因素，而人口

增长、产量增收和经济效益提高是促进林地转化为

耕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表 4     因子探测结果 

解释力
驱动因子

自然资源因子 社会经济因子

x8 x9 x11 x12 x7 x5 x4 x3 x1 x2

q 0.09 0.07 0.05 0.04 0.15 0.15 0.14 0.13 0.11 0.09

 

1）人口增长. 人口密度的增加对林地 -耕地转移

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及总量的增

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林-耕转换典型区以

农业发展为主，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
因此，为满足粮食需求和收入增长，耕地扩张保持增

长趋势. 同时，人口增长势必增大土地的压力，典型

区经历过开荒浪潮后，可开垦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

位于农林交错带的典型区以蚕食周围林地的方式进

行扩张.

2）产量增收. 产量增收在本文中直接体现为粮食

产量提高，间接体现为化肥施用折纯量增大，数据表

明，1995−2015年，研究区粮食产量和化肥施用折纯

量不断提高，而化肥投入是提高粮食单产的主要方

式，因此，作为商品粮基地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典型

区，产量提高能够极大激发农户的积极性. 总的来看，

研究期间整个市场对该区域的粮食需求逐年上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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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下，产量

增收是促进农林交错区林地向耕地转移的主要影响

因素之一.

3）经济效益提高.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林地 -耕地

转移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业

产值的提高. 目前，典型区内地区经济仍然以粮食生

产为主导产业，在二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增收来源还是以农业为主，虽然近年来随着林业转

型，对外贸易增加、旅游产业兴起，但种植业仍是典

型区的主要产业类型，再加之 1993−1995年玉米、水

稻等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税改革和农业补贴政策

实施，更激发了该区域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欲望. 此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林业经济开始下滑，受禁采和

“天保”工程等影响，林业经济面临转型，虽然国家号

召植树造林、退耕还林，但是，毁林开荒的强度和范

围仍然大于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的强度和范围.

此外，海拔高度、坡度和到主要交通主干线的距

离等反映地形地貌和交通区位的因子是人类社会经

济因素驱动林地-耕地转换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影响

水热条件、积温和交通资源等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在

开发早期占主导的比例更大. 但随着开发程度不断加

深，优质的可开垦荒地资源减少，自然因素对林地-耕
地转移的影响逐渐弱化，社会经济等人文因素逐渐变

成林地-耕地转移过程的主导因素. 

2.4.3    驱动类型划分     按照行政区划，典型区涉及呼

玛县、嫩江县、德都县、孙吴县、黑河市、逊克县、嘉

荫县、抚远县、同江市、饶河县、桦川县、集贤县、宝

清县、双鸭山市，友谊县共 15个县市，利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对人口、产量和经济效益 3个方面分别进行多

级探测，结果表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主导林地-耕
地转换的因素不同，根据主导因素的不同将 15个县

市划分为 3种类型，分别为人口主导型、产量主导

型、经济效益主导型.

1）人口主导型. 包括德都县和饶河县 2个地区，

以上地区的林地-耕地转移主要受人口增长的影响.

2）产量主导型. 包括抚远县、黑河市、呼玛县、

桦川县、集贤县、嫩江县、双鸭山市、同江县、逊克县

等 9个地区，以上地区的林地 -耕地转移主要受粮食

产量、化肥施用折纯量等作物产量和农业投入的影响.

3）经济效益主导型. 包括宝清县、嘉荫县、孙吴

县和友谊县 4个地区，以上地区的林地 -耕地转移主

要受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总产值的驱动.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基于 1995、2015年LUCC数据，利用空间

耦合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

了黑龙江省北部边境样带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

并以林地-耕地转移为例，结合研究区的自然资源、社

会经济状况，探索了研究期间林地-耕地转移的驱动

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1995−2015年，黑龙江省边境地区 LUCC变化

显著，人地关系矛盾突出，以耕地面积的增长，林地和

未利用地面积的减少为主要特征. 其中，林地面积减

少 3 585.38 km2，未利用地面积减少 2 078.63 km2，耕地

面积净增加 5 507.15 km2
. 土地利用转移面积总量达

9 032.57 km2，其中，林地向耕地转移是研究区土地利

用变化的主要类型.

2）1995−2015年，从大兴安岭区 -小兴安岭区 -三
江平原区，各区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速度逐渐加快，林

地和未利用地减少面积的速度逐渐加快，而草地面积

的变化在各区表现为大兴安岭区、三江平原区增加，

小兴安岭区减少；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则主要

集中在小兴安岭区. 各地类变化在空间分布上主要

聚集在以下地区：①林-耕典型区，包括 三江平原区和

小兴安岭北部地区；②未利用地-耕地典型区，包括嫩

江县、五大连池地区和三江平原东北地区；③建设用

地增长典型区，包括口岸城市群；④林-草典型区，包

括大兴安岭地区；⑤草 -林典型区，包括黑河市辖区；

⑥耕-林典型区，主要分布在伊春市的北部地区.

3）1995−2015年，黑龙江省边境样带的林地-耕地

转移受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 综合

空间耦合、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的结

果，本文认为在农林交错区，社会经济因素对林地-耕
地转移的决定力大于自然资源因素，且主要受人口增

长、产量增收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 同时，根据不

同主导因素空间分异的作用力，将林地-耕地转换的

典型县市划分为 3种地域类型：人口主导型、产量主

导型和经济效益主导型. 

3.2    讨论    以往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北方边

境单一市、县级行政单元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土地

利用变化类型相对单一，缺乏对边境样带的梯度研

究，因此本文通过探索具有梯度性的黑龙江省北部边

境样带，发现耕地扩张逐渐由农耕区转向农林交错

区，在这些过渡地带大量林地和草地开垦、湿地开

发，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退耕还林、还草和

湿地保护等政策虽见成效，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黑
龙江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国有林区和湿地

集中分布区，在发展粮食生产和林业经济的同时，也

承担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重任，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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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绝不能忽视. 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生产、生活和

生态三者矛盾下产生的土地利用问题，探索边境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期达到人口-土地-产业协同发

展的目标.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数据和

研究时间的限制，本文选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指

标有限，同时仅分析了林地和耕地的驱动因素，未来

在研究边境地区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时，应考虑覆盖

更多的影响因素，更全面系统地分析不同土地利用转

移类型的驱动机制. 同时，进一步拓宽研究区域的范

围，开展我国北方边境地区全样带的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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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e
northern border transec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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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can  be  assessed  to  provide  some  gui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border region. Land use change and land cover data in 24 selected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border
transect of Heilongjiang in 1995 and 2015 were subject to spatial analysis，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geodetector
method， to  dissect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s.  Forest-cultivation  land  use  change  and
major driving factors are studied.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n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 showed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1995 to  2015，with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decreased forest  and unused land， from Daxing’an Mountains  to
Xiaoxing’an Mountains to Sanjiang Plain. Forest-cultivation land use change was the main type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Sanjiang Plain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Xiaoxing’an Mountains. Forest-cultivation land use change was driven by
many  factors.  In  comparison  with  natural  factors， socio-economic  factors （urban  population，grain  yield，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and  primary  industry）  were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aken  into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and dynamic mechanism in forest-cultivation land use change，typical coun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urbanization
leading  regions  affected  by  urban  population， agriculture  oriented  regions  affected  by  grain  yield  and  fertilizer
utilization，industry constrained regions affected by primary industry.

Keywords　 spatial-temporal  land  use  change； driving  factors； northern  border  transect； Geodetector；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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